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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格局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
研究
———以福建省两大都市区为例

黄冬梅１，刘小玉２，郑庆昌１，∗，刘　 骏３

１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２ 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３ 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 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

摘要：城镇化快速发展既推动了国家经济增长，又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随着集聚经济不断发展，城镇化形态逐渐由单

中心向多中心空间格局（包括极化和扁平式两种类型）演变。 而关于两种多中心模式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仍然缺乏。 以福州大都市区（极化式）和厦漳泉大都市区（扁平式）为研究案例，分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两种多中心城镇化模式对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 结果表明：（１）两种多中心空间格局均有利于区域城镇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以及城

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提高；（２）除生态环境外，极化式与扁平式多中心格局对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发展均具有均衡效应；（３）福建两大都市区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不利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本研究对于优化福建

省城镇化空间布局，提高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多中心；极化；扁平；大都市区；城镇化；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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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城镇化作为经济要素与活动的空间集聚过程快速发展，推动我国 ＧＤＰ 以年均 ９．８％的速度

增长 ３０ 多年。 这种快速增长依靠大量投入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造成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最终导

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失调发展，区域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 许多学者认为

城镇化集聚发展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如何才能避免这种集聚不经济呢？
“借用规模”假说［１］认为相邻城市联合形成的多中心空间格局能将集聚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控

制在属地范围内［２⁃３］。 不少学者基于该假说，开展了多中心格局发展成效的研究［４⁃６］，但是这些研究只是从整

体上分析了多中心空间结构所产生的经济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根据城市间发展规模（主要是指人口规

模）的差异，多中心空间格局被划分为极化和扁平式两种类型。 目前也有研究分析了极化与扁平式两种类型

多中心空间格局所产生的差异，如 Ｂａｉｌｅｙ 和 Ｔｕｒｏｋ［７］以苏格兰中部为研究对象发现其在被规划为扁平多中心

发展模式后所产生的集聚效应比不上同等规模的极化型城市。 也有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在城市及更小地

理尺度上极化式空间结构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而在省域层面上，扁平多中心空间结构效率更高［８］。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然而，目前关于不同类型多中心空间结构发展成

效研究只限于经济领域，对于我国仍在进行的快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间的耦合研究却十分缺乏。 那么多中心

结构究竟会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极化与扁平式结构之间是否存在区别呢？ 根

据“借用规模”假说，多中心空间格局内城市间联系更加密切，为“借用”彼此优势，城市间不断改善交通、信息

等基础设施水平，促进要素流动，减少市场一体化壁垒，增加人才流动机会，形成城市间合理分工、功能互补的

空间联系，减少单中心发展过度集聚产生的环境负担与压力，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关

系得到改善。 因此，我们认为多中心空间格局可能有利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假设 １）。
极化式空间格局形成初期城市间规模差异较大，大城市吸收集聚大量的高技能人才与高端产业［９］，综合

发展水平较高，在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下自我强化，绿色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而低端产业及污染性产业则

分流到中小城市，加上投资不足及劳动力流失，最终导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生态环境水平差距不断扩大。
相反，扁平式多中心格局中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对较小，对加强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期望

更高。 通过合理的产业分工，扁平式格局可促进核心城市集聚创新与产业孵化功能发挥，周边城市形成专业

化成熟产业集聚地［１０］，降低核心城市的生产成本与周边城市的创新成本，从而缩小多中心格局内城镇化发展

水平差距。 另外，扁平式格局交通与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可有效促进区域内要素合理有序流动与均匀分

布［１１］，缓解核心城市人口、交通等空间拥挤与生活生产污染压力。 通过建立区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机制，形
成绿色生态网络，从而减少多中心格局内生态环境水平差距，均衡城市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
因此我们认为两种类型多中心空间格局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上存在差异，且扁平式格局可能更有利

于实现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假设 ２）。
为了探讨极化与扁平式多中心格局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验证上述所提出的两个假设，

本研究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州大都市区（极化式）和厦门⁃漳州⁃泉州大都市区（扁平式，以下

简称厦漳泉大都市区）为研究对象，利用位序⁃规模法确定两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类型，并构建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指标评价体系，通过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两大系统的发展指数及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值，以

７８８７　 ２１ 期 　 　 　 黄冬梅　 等：多中心格局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两大都市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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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析福建省两大都市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及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产生的

影响。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图 １　 福建省两大都市区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ｔｗｏ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福州大都市区（福州、莆田和宁德三市）和厦漳泉

大都市区（厦门、漳州和泉州三市）均是由福建省经济

发展效益较高的地级市组成，包括了 ９ 个地级市中的六

个，且都位于福建沿海地区，如图 １ 所示。 从人口规模

上看，２０１７ 年福州、漳州、泉州属于特大城市，莆田、宁
德与厦门属于大型城市，符合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发布的《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定义的都市圈含义。 福州大都市区与

厦漳泉大都市区总面积分别是 １５７０． ８７ ｋｍ２、９８２． ４７
ｋｍ２，建成区面积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０７．９、４６１．１ ｋｍ２ 上升到

４１８．３７ ｋｍ２、６３８．０７ ｋｍ２，年均上升 ６．０％、６．４％；２０１７ 年

常住总人口分别达到 １３４６ 万人、１７７６ 万人，比 ２０１１ 年

分别增加了 ５．０％、６．６％，经济生产总值由 ５７１７．１ 亿美

元、８５７８．４ 亿美元增加到 １０８６６．４ 亿美元、１５４２８．１ 亿美

元，年均增加 １５．０％、１３．３％，如此快速城镇化所产生的

资源紧张与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加上山多、水少的

自然环境特征，生态环境每况愈下。
１．２　 多中心空间结构概念及类型

多中心空间结构是指由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相似规模的节点因地理邻近“互借规模”而形成的联合

体［１２］。 根据 Ｂｕｒｇｅｒ 和 Ｍｅｉｊｅｒｓ［１３］、Ｄａｖｏｕｄｉ［１４］观点，多中心空间结构的表现可归纳为以下 ３ 个主要方面：一是

包含三个或三个以上节点，节点之间距离邻近，二是各节点具有一定的人口、经济规模，三是节点之间分工合

作联系密切。 依据多中心所依赖的空间尺度，可将多中心分为两种类型，基于区域尺度，节点（城市）之间形

成城市群或都市圈，都市圈是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超大、特大城市或是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功能的大城

市为中心，并以 １ 小时作为组成城市间的通勤范围［１５］；基于城市尺度，节点（城市主、次中心）之间形成多中心

大都市区［１６］。 本文所指大都市区皆是都市圈。
借鉴已有研究［１７⁃１８］，采用城市位序规模法计算帕累托指数，并依据帕累托指数将多中心空间结构分为扁

平式和极化式两种。
ｌｎ Ｒ ｉ ＝ ｌｎＡ－αｌｎ Ｐ ｉ （１）

ｌｎ（Ｒ－１ ／ ２）＝ ｌｎＡ－αｌｎｐ （２）
式中，Ｐ 为某大都市区内城市 ｉ 的常住人口数，Ｒ 为城市 ｉ 在大都市区内的排名，α 为帕累托指数，作为大都市

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代理变量。 由于普通 ＯＬＳ 对小样本回归结果存在偏误［１９］，借鉴 Ｇａｂａｉｘ 和 Ｉｂｒａｇｉｍｏｖ 等处

理方法［２０］，采用（２）式计算 α。 为增加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模式的可比性，在计算 α 时，分别对人口规模排序前

２ 位和前 ３ 位城市进行回归［２１］，然后取两次回归 α 的平均值，用以衡量大都市区空间结构，若 α＞１，说明大都

市区属于扁平式多中心结构，若 α＜１，则属于极化式多中心结构，若 α＝ １，大都市区完全服从 Ｚｉｐｆ 法则［２２］。
１．３　 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为全面反映城镇化建设的质量，本文将城镇化分为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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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人是城镇化的核心，人口结构比重是城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空间是城镇化的载体，空间利用结

构直接反映了城镇化建设发展水平［２３］；经济城镇化是基础，人们收入状况及产业生产总值、比重等是衡量城

镇化成效的主要内容，也是后期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社会城镇化反映了居民生活质量和城镇化文明水平。
“ＰＳＲ”模型由生态环境压力（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状态（Ｓｔａｔｅ）、响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三部分组成，可全面反映城镇化进程中

生态环境所受到的胁迫（压力）及治理保护成效（响应）与基础现状（状态），成为学界评价生态环境水平的常

用模型。 根据上述内容和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可行性与整体性等原则，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目标层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ｙｅｒ

准则层及权重 ／ ％
Ｒｕｌｅ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基础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 ｌａｙｅｒ

权重 ／ ％
Ｗｅｉｇｈｔ

城镇化系统 城镇常住人口占比重 ／ ％ ６．６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人口城镇化 非农业人口比重 ／ ％ ６．２５

２０．４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 ／ 人 ７．４９

建成区面积 ／ ｋｍ２ ７．４５

空间城镇化 城市人口密度 ／ （人 ／ ｋｍ２） ９．１３

２１．７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 ｍ２ ５．１６

人均 ＧＤＰ ／ 元 ４．００

人均财政收入 ／ 元 ５．６４

经济城镇化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３．９１

３４．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 ％ ７．４７

非农产值 ／ 亿元 ５．６８

进出口总额 ／ 万美元 ７．８２

人均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 ／ 万元 ６．４１

社会城镇化 万人拥有医生数量 ／ 人 ３．７２

２３．３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 人 ９．９６

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 ／ 元 ３．２４

生态环境系统 人均供水量 ／ ｍ３ １３．３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人均用电量 ／ 万千瓦时 ５．４９

生态环境状态 燃气普及率 ／ ％ ６．３８

４８．６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ｍ２ １２．７１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１０．６６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８．６３

生态环境保护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 ／ ％ １０．０５

２４．５ 万元 ＧＤＰ 能耗（吨标准煤） ５．８２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 ｔ ４．１０

生态环境压力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 ｔ ９．９７

２６．９ 人均氮氧化物排放量 ／ ｔ ９．０９

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 ｔ ３．７３

文中数据摘自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福建省统计年鉴》、《福州市统计年鉴》、《莆田市统计年鉴》、《宁德市统计

年鉴》、《厦门市统计年鉴》、《漳州统计年鉴》、《泉州市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１．４　 指标权重与评测

为了能准确、科学反映福建两大都市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发展水平，需要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各项

指标科学赋权，熵权法赋权依据的是原始数据，可避免人为评价的主观性，同时也保证了指标得分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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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采用熵权法对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进行客观赋权，首先需对各基础指标Ｘ ｉｊ进行标准化处理，如下：

ｘｉｊ ＝
Ｘ ｉｊ－Ｘ ｊ，ｍｉｎ( ) ／ Ｘ ｊ，ｍａｘ－Ｘ ｊ，ｍｉｎ( ) 正向指标

Ｘ ｊ，ｍａｘ－Ｘ ｉｊ( ) ／ Ｘ ｊ，ｍａｘ－Ｘ ｊ，ｍｉｎ( ) 负向指标{ （３）

式中，Ｘ ｉｊ为第 ｉ 个样本第 ｊ 项指标的原始值，Ｘ ｊ，ｍａｘ、Ｘ ｊ，ｍｉｎ分别为第 ｊ 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ｘｉｊ为Ｘ ｉｊ标准化后

的值。 ｍ 指样本个数，ｎ 为指标个数。 信息熵计算时需要运用对数［２４］，由于标准化后会出现 ０ 值，故将ｘｉｊ向右

平移 １ 个单位得到ｘ′ｉｊ ［２５］，各指标比重为：

Ｐ ｉｊ ＝ ｘ′ｉｊ∕ ∑ ｍ
ｉ＝１ｘ′ｉｊ （４）

确定第 ｊ 项指标熵值： Ｈ ｊ ＝ － １
ｌｎｍ ∑ ｍ

ｉ＝１ Ｐ( ｉｊ×ｌｎ Ｐ ｉｊ） （５）

确定第 ｊ 项指标权重： ｗ ｊ ＝ １－Ｈ ｊ( ) ∕ ∑ ｎ
ｊ＝１ １－Ｈ ｊ( ) （６）

１．５　 耦合协调度模型

文章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原理，通过构造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模型考量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之间

相互作用关系及发展的协调性［２６］，以进一步认识福建两大都市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

平及差异。 耦合度是指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关联强度与秩序［２７］，根据容量耦合概念演绎出的耦合度模

型，借鉴廖重斌［２８］推导出的模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度模型表示为：
Ｃ＝ Ｕ×Ｅ( ) ∕ Ｕ＋Ｅ( ) ２[ ] １∕２ （７）

式中，Ｕ、Ｅ 分别为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Ｃ∈［０，１］，Ｃ 越大则说明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促进的关联度

越强，现实中 Ｃ∈（０，１］；
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作为地区社会发展的两大子系统，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并不能反映地区社会

发展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需借助建立在协同学原理基础上的发展度模型：
Ｔ＝αＵ＋βＥ （８）

式中，Ｔ 值越大，表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越高，α、β 为待定系数，由于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两大系统重要性等同，故均取值为 ０．５；
结合模型（７）与（８），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度量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９）为耦合协调度模型，Ｄ 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值，数据计算中 Ｄ∈［０，１］，实际 Ｄ∈ ０，１( ) 。
Ｄ＝ Ｃ×Ｔ( ) １∕２ （９）

１．６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为了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变化有更加清晰的判断和认识，孙黄平等将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耦合协调关系划分为六个阶段，并将严重失调值界定在 ０—０．４ 之间，这不利于从时序上对耦合协调值集中

处于 ０—０．４ 的多地进行比较分析，故本研究进一步细分耦合协调过程，划分为严重失调（０＜Ｄ＜０．３）、中度失

调（０．３≤Ｄ＜０．４）、轻度失调（０．４≤Ｄ ＜０．５）、初级协调（０．５≤Ｄ＜０．６）与中度协调（０．６≤Ｄ＜０．７）、良好协调

（０．７≤Ｄ＜０．８）、优质协调（０．８≤Ｄ＜１）七个阶段［２９⁃３０］。
１．７　 σ 收敛

σ 收敛检验能够对不同地方间的发展差距演变趋势进行判断［３１］，如果大都市区存在 σ 收敛，则说明大都

市区内各地发展差距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缩小，因此 σ 收敛检验可以用来分析两大都市区是否存在城镇化、
生态环境发展及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空间均衡化效应。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来测度 σ 收敛指数［３２］

计算方法如下：

σ＝ １

ｓｉｔ
－

　 １
ｍ
∑
ｍ

ｉ＝１
ｓｉｔ－ｓｉｔ

－
( ) ２ （１０）

式中，ｍ 为大都市区内城市的数量，ｓｉｔ为大都市区内地第 ｉ 个城市第 ｔ 年的要测度的发展指标值，ｓｉｔ
－
为ｓｉｔ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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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若 σｔ＋１＜σｔ，则表明大都市具有多中心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均衡化效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福建两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类型

表 ２ 中数据表明研究期内福州大都市区帕累托指数均小于 １，证实其属于极化式多中心空间结构，而厦

漳泉大都市区帕累托指数大于 １，属于扁平式多中心空间结构。

表 ２　 福建两大都市区帕累托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ｅｔｏ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ｗｏ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福州大都市区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８４ ０．８３ ０．８３ ０．８３ ０．８２

厦漳泉大都市区 １．３２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４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６

２．２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根据表 １，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中，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建成区面积、城市人口密度、第三产业增加值、进
出口总额与万人在校大学生权重较高，这六项指标差异性较大，对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准则层上，经济

城镇化权重最高，达到 ３４．５％，人口城镇化权重最低，如何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是当务之急。 生态环境综合评

价指标中，人均供水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总量权重较高，对生态环境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准则层上，生态环境状态权重最高，达到 ４８．６％；生态环境保

护权重仅为 ２４．５％，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减少生态环境压力，才能保证生态环境水平得到持续改善。
２．３　 城镇化发展演变分析

福州大都市区内三地市城镇化指数均保持稳定上升趋势，其中福州最高，其次为莆田，宁德最低；三地区

城镇化 σ 收敛指数呈现递减趋势，表明城镇化水平差距逐渐缩小。 厦漳泉大都市区内厦门城镇化指数最高，
且高于福州，泉州次之，漳州最低；三地市城镇化 σ 收敛指数不断缩小。 研究期内两大都市区城镇化指数分

别从 ０．１８６、０．３７３ 上升到 ０．３４４、０．５５４（表 ３），城镇化水平均不断提高。 福州大都市区的城镇化指数低于厦漳

泉大都市区，２０１７ 年福州大都市区城镇化指数为 ０．３４４，仅与厦漳泉大都市区 ２０１１ 年城镇化指数（０．３７３）相
当。 福州大都市区城镇化 σ 收敛指数高于厦漳泉大都市区。
２．４　 生态环境发展演变分析

福州大都市区内，福州生态环境指数逐年上升，生态环境得到同步改善；莆田与宁德生态环境指数变化相

近，２０１４ 年前逐年上升，２０１５ 年大幅下降，之后逐渐上升；福州大都市区生态环境 σ 收敛指数逐渐上升，生态

环境水平差距日益扩大。 厦漳泉大都市区内，漳州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一直是大都市区内生态环境指数最高的地

区，厦门和泉州研究期内保持着较稳定的水平。 整体而言，厦漳泉大都市区生态环境指数保持较高水平，上升

趋势较稳定，且区内差异不断缩小。 ２０１５ 年前厦漳泉大都市区落后于福州大都市区，但始终保持稳定的上升

趋势（表 ３）。 ２０１５ 年起厦漳泉大都市区开始反超，研究期内福州大都市区生态环境指数波动明显，２０１５ 年比

２０１４ 年下降了 ７．２ 个百分点，两大都市区城镇化指数差距逐渐扩大。
２．５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福州大都市 ２０１５ 年开始进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阶段，２０１７ 年耦合协调度为 ０．５９４，仍然有较大

提升空间（表 ４）；大都市区内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福州远高于莆田和宁德两地，两地 ２０１７ 年的耦合协调度

仍未达到福州 ２０１１ 年的水平（图 ２）；福州大都市区耦合协调度 σ 收敛指数逐年减小，地区间协调发展差距得

到了良好控制。
厦漳泉大都市区耦合协调度高于福州大都市区，２０１１ 年已经进入协调发展阶段，２０１７ 年达到了良好协调

发展水平；研究期内厦门一直处于良好协调发展阶段，泉州保持协调发展状态，漳州发展相对滞后，三地之间

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σ 收敛指数小于福州大都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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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福建省两大都市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ｆ ｔｗｏ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７

目标层指数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ｙｅｒ ｉｎｄｅｘ

年份
Ｙｅａｒ

福州大都市区 厦漳泉大都市区

福州 莆田 宁德

综合发
展指数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σ 收敛指数
σ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福州 莆田 宁德

综合发
展指数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σ 收敛指数
σ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城镇化指数 ２０１１ ０．４１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９ ０．１８６ ０．８９３ ０．６５５ ０．１５０ ０．３１４ ０．３７３ ０．５６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２ ０．４５４ ０．１２９ ０．０５５ ０．２１３ ０．８１５ ０．６９９ ０．１７７ ０．３５５ ０．４１１ ０．５２７

２０１３ ０．４８６ ０．１３１ ０．０６９ ０．２２９ ０．８０２ ０．７３３ ０．１９８ ０．３６８ ０．４３３ ０．５１６

２０１４ ０．５１１ ０．１５１ ０．０９０ ０．２５１ ０．７４２ ０．７５６ ０．２２５ ０．３８３ ０．４５４ ０．４９０

２０１５ ０．５５８ ０．１８９ ０．１０４ ０．２８４ ０．６９４ ０．７７７ ０．２４８ ０．４０４ ０．４７６ ０．４６５

２０１６ ０．５８６ ０．２２２ ０．１２１ ０．３１０ ０．６４５ ０．８０２ ０．２８６ ０．４０９ ０．４９９ ０．４４１

２０１７ ０．６１８ ０．２７０ ０．１４４ ０．３４４ ０．５８３ ０．８７９ ０．３１７ ０．４６６ ０．５５４ ０．４２９

生态环境指数 ２０１１ ０．３８８ ０．５４６ ０．４３７ ０．４５７ ０．１４５ ０．４９０ ０．４０４ ０．３５９ ０．４１８ ０．１３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２ ０．４１４ ０．５１５ ０．４８３ ０．４７０ ０．０８９ ０．５１３ ０．５１２ ０．４１６ ０．４８１ ０．０９４

２０１３ ０．４８５ ０．５８６ ０．５３１ ０．５３４ ０．０７７ ０．４８９ ０．５３０ ０．４５３ ０．４９１ ０．０６４

２０１４ ０．５７８ ０．５８５ ０．５９４ ０．５８６ ０．０１１ ０．５３３ ０．５４１ ０．４４７ ０．５０７ ０．０８３

２０１５ ０．６３２ ０．５２０ ０．４７７ ０．５４３ ０．１２０ ０．５５２ ０．６１４ ０．４７８ ０．５４８ ０．１０１

２０１６ ０．７２０ ０．４９０ ０．４８４ ０．５６４ ０．１９５ ０．５９３ ０．７０７ ０．６１９ ０．６３９ ０．０７７

２０１７ ０．７９３ ０．６１７ ０．５１９ ０．６４３ ０．１７６ ０．７６６ ０．８０９ ０．６８６ ０．７５４ ０．０６８

表 ４　 两大都市区六地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 σ收敛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ｓｉｘ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７

年份
Ｙｅａｒ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耦合协调度 σ
收敛指数

σ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福州 莆田 宁德 厦门 漳州 泉州
福州大
都市区

厦漳泉
大都市区

福州大
都市区

厦漳泉
大都市区

２０１１ ０．６３４ ０．２９９ ０．１４８ ０．７４１ ０．４１６ ０．５７７ ０．３６０ ０．５７８ ０．５６４ ０．２２９

２０１２ ０．６５７ ０．３６３ ０．１９１ ０．７６０ ０．４４９ ０．６１７ ０．４０４ ０．６０９ ０．４７７ ０．２０９

２０１３ ０．６９７ ０．３５８ ０．２２３ ０．７５０ ０．４７７ ０．６３４ ０．４２６ ０．６２０ ０．４６７ ０．１８０

２０１４ ０．７３５ ０．３９５ ０．２６７ ０．７７９ ０．５１３ ０．６４０ ０．４６６ ０．６４４ ０．４２４ ０．１６８

２０１５ ０．７６８ ０．４６５ ０．３１７ ０．７９２ ０．５３８ ０．６６０ ０．５１７ ０．６６３ ０．３６３ ０．１５６

２０１６ ０．８００ ０．５１３ ０．３５２ ０．８１６ ０．５７８ ０．６８７ ０．５５５ ０．６９４ ０．３３４ ０．１４０

２０１７ ０．８２７ ０．５６４ ０．３９１ ０．９０３ ０．６０７ ０．７３２ ０．５９４ ０．７４７ ０．３０２ ０．１６２

３　 讨论

３．１　 多中心城镇化对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与均衡效应

从城镇化指数上看，福州与厦漳泉大都市区在研究期内均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多中心空间格局有利于

提高城镇化水平。 这种提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经济城镇化水平不断上升，两大都市区经济城镇化所

占比重超过其他准则层城镇化，且对城镇化综合发展贡献率始终保持年均第一。 从各地级市来看，经济城镇

化的发展与贡献同样如此，验证了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地理位置邻近有利于规模经济发挥溢出效应的观点。 多

中心对经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源于各中心之间的产业结构优化。 从经济城镇化基础指标发展水平来看，第三

产业在经济城镇化中的比重位居前列，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多中心产业结构优化强调的是节点城市之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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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福建两大都市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ｗｏ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１７

业分工与协作，大城市应通过集聚创新要素、加强高端服务功能提高经济绩效［３３］，而核心城市周边的中小城

市不宜盲目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应夯实制造业基础，积极承接核心城市产业转移［２８］。
其次，多中心空间格局有利于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是城镇化综合水平发展的第二大因素。 多中心发展

模式要求强化中小城市与核心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连通共享与一体化，以提升都市区的整体公共服务水平，
吸引资金与人才流入。 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改善是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其不仅直接影响社会城

镇化水平，而且会通过影响人口、经济与空间城镇化的发展间接影响城镇化综合水平。 这与陈钊和陆铭研究

结果一致，他们指出集聚更容易发挥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作用，降低城市运行成本，提高经济城镇化水平［３４］。
多中心城镇化的目标是都市区协同均衡发展。 本研究中莆田、宁德和泉州、漳州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且

与核心城市之间的 σ 收敛指数不断下降，说明多中心空间结构有利于城镇化均衡协调发展。 在多中心城镇

化模式内中小城市通过“借用规模”，分享到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８］，缩小了与核心城市之间的差距。 但

是不同类型多中心空间结构所产生的均衡效应有所差别，极化式发展的福州大都市区城镇化均衡效应低于扁

平式发展的厦漳泉大都市区，说明空间集聚度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城市效率，但短期内并不能快速缩小地区发

展差距［３５］。 究其原因，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莆田和宁德经济城镇化水平低。 经济发展水平是城

镇化推进的基础，中小城市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导致城镇化水平短期内难以迈上新台阶，缩小与核心城市的差

距。 其次，莆田和宁德人口城镇化水平低。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科技创新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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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人口城镇化意味着科技创新的源泉———人力资本缺乏优势，严重制约经济城镇化发展，最终影响大都

市区内城镇化水平差距的缩小。
３．２　 多中心城镇化对生态环境水平的提升与均衡效应

两大都市区生态环境指数不断上升表明多中心城镇化模式有助于生态环境水平改善，其中生态环境状态

改善是生态环境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显著增加是生态环境状态指数提高的主要因素，表
明多中心发展有益于缓解人地紧张关系、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 另外，生态环境压力减小也是生态环境水

平提高重要因素之一。 多中心模式通过一体化发展，实现生态环境协同共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同时，多中

心模式还存在“同群效应” ［３７］，大都市区内某一城市会受到其他城市在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提高宜居度等的

影响，从而实施环保规制与减压政策，提高生态环境水平。 尽管生态环境状态改善和生态环境压力减小有助

于生态环境水平提升，但是如果不注重对生态环境保护技术的研发，生态环境水平改善终将受限。
两种多中心模式对生态环境水平提升的均衡效应存在差异，与其他地区研究结果相一致［３８］，本研究表现

为厦漳泉大都市区高于福州大都市区。 福州大都市区生态环境指数上升趋势波动较为明显，区内差距不断扩

大。 核心城市福州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将高污染企业进行转移，而承接城市莆田与宁德由于城市化水平

低，且不具备配套的污染处理设施与水平，导致两地生态环境水平逐渐下降，与福州差距不断扩大。 ２０１４ 年

《福建省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颁布后，福州生态环境指数开始大幅上升，并超过生态环境水平

较高的莆田，三地之间的生态环境 σ 收敛指数逐渐增大，说明极化模式不利于大都市内生态环境水平均衡提

升，已有学者也曾证实空间集聚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周边城市环境污染恶化［３９］。 厦漳泉大都市区生态环境指

数保持稳定上升趋势，并于 ２０１５ 年超过福州大都市区。 厦漳泉同城化战略对各地区进行产业分工、功能分

配，在不断改善生态环境状态的同时注重污染联防联治与生态环境联合保护，缩小了都市区内生态环境 σ 收

敛指数。 可见多中心扁平式发展格局更有利于大都市区整体生态环境水平的提升，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均衡发

展作用。
３．３　 多中心城镇化模式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与均衡效应

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环境互利共进。 福州与厦漳泉两大都市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

合度、协调度和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均呈不断上升趋势，多中心发展模式不仅增强了大都市区内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且提高了二者综合协调发展水平。 福州大都市区 σ 收敛指数下降速度更快，逐渐接

近厦漳泉大都市区，可见极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接近于扁平式发展水平的现象。 厦漳泉大都市区三地市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比福州大都市区高，σ 收敛指数维持较低水平，反映出扁平式发展更有助于协

调大都市区内地市间城镇化可持续均衡发展。 但是两大都市区城镇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耦合协调发展需进一步加强。
单中心过度集聚发展会对其本地与周边城市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北京（基于区域空间尺度）过度集

中的经济活动对其本地产生了很大的环境压力，也使得周边河北多地演变成经济发展“洼地” ［４０］，许多城市

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导致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可持续发展面临威胁。 而多中心空间格局可以有效促进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因此，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选择空间结构多中心化来化解集聚不经

济［４１］，通过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分享更大空间范围的集聚经济效益。 国际上，欧洲在多中心空间发展具有

典型示范作用［５］，其他不少国家也存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多中心结构发展规划，如美国洛杉矶总体规划打造了

多中心发展模式，以分散高密度聚集的人口［１２］；东京首都圈整备规划，将新宿、涉谷和池袋作为次中心，以缓

解主城区商务压力［１２］。 可见，多中心模式发展方向选择也需要在全面把握自身实际发展情况下，合理选择好

多中心空间尺度。

４　 结论

本研究综合评价和分析了福建两大都市区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水平及二者耦合协调发展。 首先，无论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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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还是扁平式多中心格局均有利于提高区域城镇化、生态环境水平，同时可以提升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发展度；其次，在区域均衡协调发展上，极化多中心模式在城镇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上均存

在 σ 收敛，但不能有效缩小地区间生态环境水平差距。 而扁平式发展对以上各方面均具有显著的均衡效应。
再次，福建两大都市区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目前，多中心城镇化模式逐渐发展为多地缓解集聚不经济的必选项，但不可一蹴而就。 城镇化模式是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既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与城镇化发展规律，又需要政府积极引导［１２］。 在具体发展规

划中，首先应对节点城市产业与功能进行合理分工。 各城市需在充分挖掘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大都

市区内产业互动和功能互补，避免同质化竞争与重复建设，提高城市化效率与水平；其次，核心城市要为次级

中心提供好市场服务和建设发展机会，辐射引领城镇化高质高效可持续发展。 再次，需要加强城市间一体化

发展，提高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不断提高都市圈整体城镇化水平；最后，形成生态环境协

同联合保护与治理机制，构建都市圈之间的绿色生态网，通过协同共治，改善生态环境水平，提高生态环境价

值，促进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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